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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基于 CFPS 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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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0 年四期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互联网使

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并未改善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平均而言，互联网

使用导致农民工工作满意度降低约 9.4 个百分点，这一负面影响在低技能（高中或以下学历）、新一代、男性和非

正规就业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使用互联网进行工作、学习、社交等方式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存

在异质性；就其作用机制而言，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加剧过度劳动和降低相对收入而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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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migrant workers’ job satisfaction and its mechanism: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pan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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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from 2014-2020,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migrant workers’ job satisfaction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ternet use did not improve migrant workers’ job satisfaction. On average, Internet use reduces migrant workers’ job 

satisfaction by about 9.4 percent. This was more pronounced among the low-skilled (high school education or below), mal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groups. Heterogeneity exists in the impact of using the Internet for 

work, learning, and socializing on migrant workers’ job satisfaction. In terms of its mechanism, Internet use may reduce 

migrant workers’ job satisfaction by aggravating overwork and reducing relative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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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要“强化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

质量充分就业”。随着我国农民工群体规模的持续扩

大①，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已成为我国促进高质量充

分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农民工群体

整体就业质量偏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福利

保障缺乏是他们的现实遭遇[1]。作为就业质量的综合

评价指标[2]，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无疑有助于推进农民

工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所谓工作满意度是指工作

带给个体的认知或情感等心理反应[3]。现有文献主要

从个体特征、工作情况、心理状况等层面探讨工作满

意度的影响因素，其中，个体特征包括个人禀赋、人

力资本、社会资本等[4]，工作情况包括薪酬待遇、工

作时长、职业等因素[5]，心理状况包括工作压力、工

作倦怠感以及社会融入感等[6]。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

技术革命正在推动着传统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向

“现代化”方向变迁。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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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积累方式、劳动生产率、就业结构、工作模式等

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7,8]，这些均可能转化为对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对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互联网使

用通过创造新的工作机会[9]、增加工作方式的灵活

性和自主性[10]以及拓宽信息渠道而提高“人岗匹配”

程度[11]、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而增强工作技能[12]，可

以有效提升就业者的工作满意度；另一方面，互联

网与工作的深度融合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变革，低

技能工人被排除在新兴岗位以及数字技术与传统

产业发展融合的岗位之外，致使其面临的失业、薪

酬下降风险加大，不利于工作满意度的改善[7]。就

我国而言，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75.6%，网民规模达 10.67 亿，基本覆盖各年龄段的

农民工群体。那么，受技能水平所限而长期从事低

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农民工群体是否可以有效利

用这一便捷可及的社会资源提升个体工作满意度？

其影响机制是什么？这一重要问题在已有文献中

研究还不够深入。据此，本文依托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 CFPS）的面

板数据，以农民工为研究群体，深入研究互联网使

用对其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第

一，从研究视角来看，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4—2020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

据，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其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第二，

在研究方法上，运用扩展回归模型（Extended 

Regression Models，简称 ERM）、条件混合过程方

法（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简称 CMP）、处理

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简称 TEM）以

及倾向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称PSM）

等方法，控制了计量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获得了相对稳健的结论，有效识别了互联网使用对

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第三，就影响机制而言，

从过度劳动和相对收入层面验证了互联网使用可

能降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作用机制，这弥补了现

有研究的不足。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 

关于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现有文献尚存分歧。就正面影响而言，既有研究主

要基于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两个视角展开。首先，

互联网使个体能够获取海量多样的教育资源以及

打破以亲缘、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交网络地域空

间限制，有助于增强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

资本积累[13,14]，进而提高工作技能和工资水平；其

次，通过拓宽信息获取渠道、降低信息获取成本，

网络搜寻平台消除了求职过程中的时空限制，使农

民工能够高效获取更优质的工作信息、降低工作搜

寻过程中的信息成本，有助于提高就业概率和人岗

匹配程度[15]，这无疑将提升工作满意度。就负面影

响而言，技术偏向理论指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

使用对于高技能个体来说是互补的，而对低技能个

体是替代的[16]，工作任务趋向自动化、智能化，大

幅减少了常规性、重复性的就业岗位，导致以农民

工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空间受到严重冲

击[17]，其不得不从事低薪、低技能工作甚至处于失

业状态，因此其工作满意度会显著降低。 

虽然从部分研究可以推导出,互联网通过资本

效应和信息效应可以提升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但

是劳动者使用互联网进行资本积累和信息搜寻具

有知识和技能门槛[8]，即便农民工具备在线搜寻、

学习和社交的技能，然而由于高级数字技能即数字

素养或数字能力的缺乏，其对于数字内容的使用主

要以通信和娱乐为导向并停留在查找信息的初级

阶段[18]，缺乏对数字内容的筛选、甄别、运用和把

控能力，极易被锁定在“信息茧房”中；并且农民

工的基本需求侧重于劳动强度、工资薪酬、企业福

利等方面[19]，原有就业岗位被挤占、失业风险的加

大显然使农民工并未得以明显改善的工作境况愈

加“雪上加霜”，因此互联网使用极大可能没有提升

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反而导致其工作满意度下降。

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互联网使用会降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 

（二）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工过度劳动 

互联网使用通过加剧农民工过度劳动进而降

低其工作满意度，这种负面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所引发的工作模式

变革致使农民工被迫选择延长工作时间。随着互联

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与工作的深度融合，农民工的

就业模式开始由传统线下劳动向远程线上工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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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呈现出工作时间弹性化、工作内容碎片化和工

作闲暇一体化的特征[20]，新兴就业模式虽然增加了

农民工工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但通过重新整合碎

片化的时间导致劳动者的隐性劳动时间增加，加大

了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此外，微信、QQ 等娱乐社交

媒体逐渐向掌上办公平台演变弱化了工作地点和工

作时间的要求，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时间界限[21]，农

民工的闲暇时间进一步被挤压，这无形中增加了农

民工的工作时长。其二，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致使

农民工主动选择延长劳动时间。劳动者使用互联网

能够显著提高其工资回报，即互联网使用存在明显

的工资溢价效应[8]。根据劳动供给理论，收入变化

会对个体的劳动供给时间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

应两种影响，其对劳动时间的净影响取决于收入效

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22]，工资待遇低、收入不

稳定以及社会保障缺乏使得承担主要家庭经济责

任的农民工放弃劳动供给增加闲暇消费的机会成

本较高，也就是说，互联网工资溢价的替代效应极

有可能大于收入效应[23]，农民工会主动选择加大劳

动强度以提高工资收入，因此其可能长时间处于

“过劳”状态。而过度劳动的加剧将降低农民工的

工作时间满意度，进而导致工作满意度的下降。据

此提出如下假设： 

H2：互联网使用通过加剧过度劳动而降低农民

工的工作满意度 

（三）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工相对收入 

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农民工相对收入进而降

低其工作满意度。诚然，农民工通过延长工作时间

获得了更多的工资收入，但何立新等[24]指出，真正

影响劳动者工作满意度的不是绝对收入的多少，而

是其对收入的比较和感受，即所感知到的相对收入

差距。一般而言，农民工通过与本村庄内群体以及

过去和可预期未来的收入情况进行比较而得出自

身的相对收入水平[25]，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快手、

抖音、小红书等公共网络空间中滋生了大量的炫富

摆阔行为，充斥着对财富地位的过度夸大、对物质

生活的过分强调等虚假负面信息[26]，这会影响到农

民工的相对收入参照群体的选择以及对过去和可

预期未来的自身收入评价。具体而言：一方面，农

民工相对收入感知的参照群体以往是基于亲缘、血

缘、业缘的宗族网络[27]，互联网提供的海量共享信

息会让其接触到更多有关于他人特别是经济社会

地位较高的成功人士的收入财富信息从而改变相

对收入判断的参照群体，从而更加倾向于与收入更

高的群体进行比较，这种上行比较无形间会强化自

身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体验[6]，从而压低了农民工

对于个体相对收入的主观感知和判断；另一方面，

泛娱乐化的 APP 程序让农民工获取到更多关于他

人美好生活以及过分强调物质生活需求的信息从

而降低了过去的收入评价以及提高了未来的物质

期望，因此农民工主观感知的相对收入水平大幅下

降。而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将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收

入满意度，进而导致工作满意度的下降。据此提出

如下假设： 

H3：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相对收入而降低农民

工的工作满意度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2020 年的四期非平衡面板数据。根据国家统

计局对农民工的定义②，本文研究样本主要为调查

时是农村户籍、在本地从事非农工作或在外地务工

6 个月及以上的劳动个体，并结合劳动适龄人口的

定义，选取 16~55 岁的女性样本以及 16~60 岁的男

性样本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所需的关键变量在 2010

年、2012 年的调查中尚未涉及③，故选取 2014 年、

2016 年、2018 年和 2020 年共四期抽样调查数据并

将其合并为非平衡面板数据，经过筛选、整理后最

终得到 29 518 个农民工样本。 

被解释变量：工作满意度。工作满意度本质上

是人们对自身工作的整体判断，借鉴周烁等[12]的做

法，以问卷中的问题“总的来说，您对这份工作有多

满意”进行衡量，其回答包括“非常不满意”“比较不

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将其依次赋

值为 1~5。 

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在 CFPS2014 中，

用问卷中设计的问题“您是否上网”衡量互联网使

用状态，当受访者的回答为是时，赋值为 1，否则

为 0；在 CFPS2016、CFPS2018 和 CFPS2020 中，

用问卷中的问题“是否电脑上网”和“是否移动上

网”来定义互联网使用状态，当二者的回答均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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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赋值为 0，否则为 1。 

控制变量如表 1 所示：首先包括年龄及其平方

项、性别、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以及健康状况、

教育年限、党员等个体禀赋变量。大量研究表明，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以及健康状况、教育年限、

党员等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4,6]，考虑到

年龄对工作满意度的非线性影响，因此控制变量中

加入了年龄的平方。其次是单位类型、劳动合同、

雇佣身份、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等工作特征变量。

其中，将党政机关、国有、国营、集体、村居委会

视为体制内单位，将民营、外资、社会组织、个体

工商户、务农以及自由职业者视为体制外单位；劳

动合同是工作满意度考查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

加入个体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作为控制变量；为排除

劳动者因工作时长不同而造成的偏误，采用个体每

小时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作为工作收入的测度指

标。再次，本文控制了劳动者心理特征的一系列指

标，涵盖个体生活满意度、社会地位以及对自己未

来信心程度等相关指标。最后，考虑到职业因素、

城市地理位置以及年份因素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

的影响，参照吴晓刚等[28]的做法将职业类别分为管

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及服务业人

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复杂体力劳动者和

简单体力劳动者七类，控制了职业虚拟变量，并加

入了省份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 

表 1  主要变量名称、定义及基本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作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29 518  3.518 1 5 

数字赋能 是否使用互联网(是=1，否=0) 29 518  0.541 0 1 

年龄 实际年龄 29 518 39.135 16 60 

年龄的平方 实际年龄的平方/100 29 518 16.565 2.56 36 

性别 是否女性(是=1，否=0) 29 518  0.436 0 1 

婚姻状况 实际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0) 29 518  0.815 0 1 

健康状况 实际健康状况(不健康=1，一般=2，比较健康=3，很健康=4，非常健康=5) 29 518  3.248 1 5 

教育年限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29 518  8.100 0 22 

党员 是否党员(是=1，否=0) 29 518  0.043 0 1 

单位类型 是否体制内(体制内=1，体制外=0) 29 518  0.080 0 1 

劳动合同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1，否=0) 29 518  0.410 0 1 

雇佣身份 是否自雇(是=1，否=0) 29 518  0.499 0 1 

工作时间 每周工作时间的自然对数 29 518  3.763 0.095  5.130  

工作收入 小时平均收入的自然对数 29 518  1.842 -2.233  8.007 

生活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29 518  3.804 1 5 

社会地位 1~5 个等级，1 表示很低，5 表示很高 29 518  2.934 1 5 

信心程度 对自己未来信心程度，1~5 个等级，1 表示没有信心，5 表示很有信心 29 518  4.148 1 5 

 
 

（二）模型构建 

考虑到样本为 4年非平衡面板数据且被解释变

量为多值有序变量，因此在实证分析时，本文采用

多值有序变量回归的面板 Oprobit 随机效应模型，

构建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𝑊𝑠𝑎𝑡𝑖𝑠𝑓𝑎𝑐𝑡𝑖𝑜𝑛𝑖𝑘𝑗𝑡 = 𝛼0 + 𝛼1𝐼𝑛𝑡𝑒𝑟𝑛𝑒𝑡𝑖𝑘𝑗𝑡 +

𝛼2𝐶𝑉𝑖𝑘𝑗𝑡 + 𝜃𝑘 + 𝛿𝑗 + 𝛾𝑡 + 𝜀𝑖𝑘𝑗𝑡                （1） 

其中，𝑊𝑠𝑎𝑡𝑖𝑠𝑓𝑎𝑐𝑡𝑖𝑜𝑛𝑖𝑘𝑗𝑡表示从事职业 k 且

位于省份 j 的农民工 i 在 t 年的工作满意度，

𝐼𝑛𝑡𝑒𝑟𝑛𝑒𝑡𝑖𝑘𝑗𝑡为从事职业 k且位于省份 j的农民工 i

在 t年的互联网使用情况，𝐶𝑉𝑖𝑘𝑗𝑡为其他控制变量，

𝜃𝑘、𝛿𝑗和𝛾𝑡分别表示职业、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

𝜀𝑖𝑘𝑗𝑡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研究及其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以式（1）为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第（1）、

（2）和（3）列是使用面板 Oprobit 随机效应模型的

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加入了职业虚拟变量；

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继续加入地区虚拟变

量；第（3）列控制了职业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

和时间固定效应；为了消除对模型误设问题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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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列兼顾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FE）。

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显著负相关，表明互联网使用降低了农民工的工作

满意度，验证了 H1。由第（3）列的估计结果可知，

控制了职业、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后，在使用互联网

的情况下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提高一个或一个以上等

级的概率将减少 9.4%④，这一负向影响高于

Castellacci等[9]得出的结果，原因可能在于Castellacci

等的研究估计的是互联网对蓝领熟练技术工人工作

满意度的边际影响，而农民工大多缺乏专业技能和

高级数字素养，难以适应或无法胜任互联网等数字

技术“创造”的新兴岗位，因此互联网使用对其工作

满意度的负面影响会偏强。固定效应模型同面板

O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在显著性和系数符号方面均

相一致，进一步凸显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的工作

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这一客观事实。 

（二）控制模型内生性 

1．逆向因果关系：扩展回归模型（ERM）和条

件混合过程方法（CMP） 

由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可能会对其互联网使

用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度越低，

越倾向于使用互联网通讯或娱乐以寻找情感和精

神慰藉，因此工作满意度可能反向决定互联网使用

情况，导致式（1）存在内生性问题。解决内生性问

题通常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法，如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但由于本文的工作满意度和互联网使用均为离散

变量，基于连续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可能会失

效。因此首先尝试使用扩展回归模型（ERM）框架

下适用于面板数据的内生 ordered Probit 模型

（Eoprobit）进行估计，该模型除支持对面板 Oprobit

模型进行工具变量估计以外，还可以实现面板数据

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其次，Roodman[29]提出的条

件混合过程方法（CMP）以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简称 SUR）为基础，使用极

大似然估计法构造递归方程组以实现多阶段回归

模型的估计，同样适用于本文。此外本文增加了面

板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FE-IV）以作对比分析。 

参考已有文献，选取个体所在社区或村居层面

（排除自身）的平均互联网使用状况作为互联网使

用的工具变量[30]。究其原因，一方面，平均互联网 

表 2  互联网使用与工作满意度：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面板Oprobit  FE 

(1) (2) (3)  (4) 

互联网使用 
-0.049** -0.051*** -0.099*** -0.065*** 

(0.019) (0.019) (0.019) (0.014) 

年龄 
-0.031*** -0.030*** -0.029*** -0.021*** 

(0.006) (0.006) (0.006) (0.004) 

年龄的平方 
0.049*** 0.050*** 0.050*** 0.036*** 

(0.007) (0.007) (0.007) (0.005) 

性别 
0.068*** 0.076*** 0.016 0.010 

(0.016) (0.016) (0.017) (0.012) 

婚姻状态 
-0.084*** -0.069*** -0.052** -0.037** 

(0.023) (0.023) (0.023) (0.016) 

健康状态 
0.096*** 0.097*** 0.103*** 0.068*** 

(0.007) (0.007) (0.007) (0.005) 

教育年限 
-0.012*** -0.007*** -0.019*** -0.012*** 

(0.003) (0.002) (0.002) (0.002) 

党员 
-0.009 -0.009 -0.012 -0.017 

(0.032) (0.032) (0.032) (0.023) 

单位类型 
0.111*** 0.092*** 0.037 0.014 

(0.027) (0.027) (0.028) (0.019) 

劳动合同 
0.163*** 0.162*** 0.154*** 0.114*** 

(0.020) (0.020) (0.020) (0.015) 

雇佣身份 
0.040* 0.014 0.117*** 0.073*** 

(0.021) (0.022) (0.028) (0.020) 

工作时间 
0.011 0.002 -0.040*** -0.027*** 

(0.013) (0.013) (0.013) (0.010) 

工作收入 
0.053*** 0.058*** 0.047*** 0.034*** 

(0.007) (0.007) (0.007) (0.005) 

生活满意度 
0.205*** 0.207*** 0.231*** 0.152*** 

(0.009) (0.009) (0.009) (0.007) 

社会地位 
0.081*** 0.080*** 0.088*** 0.054*** 

(0.009) (0.009) (0.009) (0.007) 

信心程度 
-0.049** -0.052*** -0.099*** -0.066*** 

(0.019) (0.020) (0.020) (0.014) 

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虚拟变量 否 是 是 是 

年份虚拟变量 否 否 是 是 

观测数 29 518 29 518 29 518 29 518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

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使用状况会间接反映出该地数字基础设施现状，并

且通过“同群效应”对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产生影

响，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另一方面，所在地的

平均互联网使用状况不会直接对个体工作满意度

产生影响，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在此基础上，

分别通过 Eoprobit 模型和 CMP 方法进行估计，结

果如表 3 所示。Eoprobit 模型中的残差项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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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表明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运用 ERM 框

架下的 Eoprobit 模型具有合理性；CMP 方法估计结

果中 atanhrho_12（内生性检验参数）高度显著，同

样表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FE-IV 中的第一阶段

F 统计量超过了经验标准值 10，表明工具变量满足

相关性要求。最终检验结果一致显示：互联网使用

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这说明

在控制核心变量因逆向因果关系而产生的内生性

问题之后，仍然可以证实互联网使用降低了农民工

工作满意度这一结果。 

表 3  互联网使用与工作满意度：基于 Eoprobit 模型和 CMP 方法 

变量 
Eoprobit  CMP  FE-IV 

(1) (2)  (3) (4)  (5) 

互联网使用 
-0.141*** -0.245*** -0.226*** -0.275*** -0.165*** 

(0.046) (0.041) (0.030) (0.046) (0.52)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虚拟变量 否 是 否 是 是 

年份虚拟变量 否 是 否 是 是 

误差相关性 
0.050** 0.057**    

(0.020) (0.022)    

Wald检验(p值) 
2 651.01 2 712.76 8 193.80 8 976.87  

[0.000] [0.000] [0.000] [0.000]  

atanhrho_12 
  0.050** 0.058***  

  (0.021) (0.023)  

第一阶段F值     49.50 

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 
    85.876 

观测数 29 492 29 492 29 492 29 492 29 492 

 

2．样本自选择：处理效应模型（TEM） 

农民工是否使用互联网会受自身教育程度、家

庭收入情况、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特征等因素

的影响，导致其是否使用互联网并非是完全随机分

配的，而是与个体特征、职业特征之间存在相关性，

因此很可能导致式（1）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并诱致

内生性。为解决样本自选择偏差带来的有偏估计问

题，本文采用处理效应模型（TEM）检验互联网使

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处理效应模型

通常可以采用两步法（2SLS）和极大似然估计法

（MLE）进行估计。两种方法各有优劣：两步法的

优点是计算方便，缺点是第一步的估计误差被带入

第二步中，导致效率损失；而极大似然法同时估计

所有模型参数，虽然更有效率，但是估计更为耗时。

为便于比较，表 4同时报告了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显示：逆米尔斯比率λ均表现为高度显著

（1%显著性水平），MLE 估计方法中方程独立性检

验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式（1）确实存在样

本自选择问题，采用处理效用模型进行估计是合理

的。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排

除样本自选择偏误之后，仍然可以证实互联网使用

降低了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表 4  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基于 TEM 模型 

变量 
2SLS  MLE 

(1) (2)  (3) (4) 

互联网使用 
-0.119*** -0.212*** -0.103*** -0.179*** 

(0.037) (0.040) (0.034) (0.035)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虚拟变量 否 是 否 是 

年份虚拟变量 否 是 否 是 

λ(逆米尔斯比率) 
0.058*** 0.092*** 0.048*** 0.092*** 

(0.022) (0.023) (0.020) (0.023) 

方程独立性检验 

(p值) 

  5.78** 12.16*** 

  [0.016] [0.000] 

观测数 28 988 28 988 28 988 28 988 

 

（三）异质性分析 

尽管控制了个体、工作和心理特征以及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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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固定效应，然而问卷调查选择的农民工依然并

非完全同质，互联网使用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

在不同农民工群体间可能呈现异质性特征。因此本

文首先按照学历程度将农民工分为小学及以下、初

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个群体，在控制个体特征、

工作特征等变量后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表 5）显

示：对小学及以下、初中以及高中学历的农民工群

体而言，互联网使用会显著降低其工作满意度，而

在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群体中互联网使

用对工作满意度呈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对此可

能的解释是，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属于高

技能劳动者，相较于小学及以下、初中以及高中学

历的低技能农民工，其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并且更

容易通过培训或自学掌握高级的数字技能，因此会

更快适应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催生下的新兴岗位或

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之后的岗位，而不是锁

定在劳动强度大、工资回报低的劳动密集型部门，

其失业担忧相对较小，因此互联网使用对其工作满

意度的影响有所区别。 

表 5  互联网使用与工作满意度：学历异质性分析 

变量 小学或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互联网使用 
-0.076*** -0.093*** -0.152** 0.025 

(0.029) (0.030) (0.060) (0.084)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11 357 11 277 4 058 2 826 

 

其次，以 1980 年出生为界将农民工样本分为

新一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检验结果如表 6 第

（1）列和第（2）列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对于新

老两代农民工而言，互联网使用均降低了其工作满

意度，但在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中的负面作用更强且

更显著。这是因为，一方面，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

新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成长环境较安逸，

对工作满意的预期门槛也随之提高[31]；另一方面，

新一代农民工较早地接触互联网和海量网络信息，

更加强调自由独立以及更具有批判意识，互联网空

间的炫富摆阔等现象更易滋生其对于工作收入的

不满意，因此造成在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中互联网使

用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更显著的情况。 

表 6  互联网使用与工作满意度：新老一代、性别和就业模式异质性分析 

变量 新一代 老一代 男性 女性 非正规就业 正规就业 

互联网使用 
-0.109*** -0.090** -0.106*** -0.074** -0.091*** -0.164 

(0.023) (0.037) (0.025) (0.031) (0.021) (0.117)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21 889 7 629 16 661 12 857 23 704 3 057 
 

再次，按照性别进行分组，互联网使用对不同

性别组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结果显示：相

较于女性农民工群体，互联网使用会更加明显地降

低男性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对此可能的解释是，

男性农民工是其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承担者，无论

是就职于数字浪潮下工作岗位被挤占的低技能部

门还是技能门槛低、就业形式灵活的新业态工作，

男性农民工迫于生计其通常会延长工作时间以换

取更多收入，在此背景下其过劳程度日益加深，对

工作的不满愈发强烈。 

最后，以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

这两种不同的就业模式将农民工进行分组。按照国

际上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⑤，将有正式劳动合同、养

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的劳动者视为正规就业者，其

他就业者为非正规就业者。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

使用会显著降低从事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作满

意度，对从事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群体则不显著。原

因可能在于，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群体收入稳定、社

会保障健全，对职业生涯不确定性的担忧相对较轻，

使用互联网造成其过度劳动状况的可能性较小，因

此互联网使用对从事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工作满意

度的影响不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首先，采用倾向值匹配（PSM）方法进行稳健

性检验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具体而言：将使

用互联网的农民工定义为处理组以及将未使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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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的农民工定义为对照组后，以年龄、性别、婚

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作为解

释变量，以是否使用互联网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

Logit 模型估计劳动者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并把回归

预测值作为倾向得分，再采用一对一近邻匹配、一

对二近邻匹配、半径（ε=0.01）匹配和核匹配的方

法对样本进行匹配，最后运用 PSM 筛选后的样本

进行检验。表 7 的结果显示：农民工互联网使用的

系数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互联网使用降低了农民

工的工作满意度，与上文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 7  互联网使用与工作满意度：基于 PSM 方法 

变量 
近邻匹配

(1:1) 

近邻匹配
(1:2) 

半径匹配
(ε=0.01) 

核匹配 

互联网使用 
-0.056** -0.071*** -0.093*** -0.092*** 

(0.027) (0.023) (0.019) (0.020)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10 592 15 230 29 469 29 469 

 

其次，将面板Oprobit 模型替换为面板 Ologit 模

型重新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8 第（1）列所示，互联

网使用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互联网使用降低了农

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另外，替代互联网使用测度指标。

随着智能手机普及和移动互联网平台内容不断完善，

互联网接入的数字设备开始聚集于手机端，利用手

机上网逐渐成为个体接入互联网更为普遍的方式，

因此采用是否使用手机上网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另一

种衡量方式，检验结果如表 8 第（2）列和第（3）列

所示。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降低了农民工的工作满

意度。这说明即便更换不同的估计方法和互联网使

用测度指标，仍然可以得到与上文一致的结果。 

表 8  互联网使用与工作满意度：更换估计方法与测度指标 

变量 
面板Ologit  面板Oprobit 

(1) (2)  (3) 

互联网使用 
-0.155***   

(0.034)   

手机上网 
 -0.147*** -0.084*** 

 (0.043) (0.024)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数 29518 19757 19757 

 

（五）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异质性影响 

已有文献显示，互联网使用的目的和偏好差异

会造成其对劳动者收入、就业模式以及工作时间等

方面的异质性影响[8,23]，那么不同的互联网使用方

式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如何？因此本

文进一步分析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农民工工作

满意度的影响。CFPS 问卷中互联网使用方式包括

工作、学习、社交、娱乐和商业活动五种⑥，鉴于个

体互联网使用行为是具有一定次序的不同选择（分

别为“从不”“几个月一次”“一月一次”“一月 2~3

次”“一周 1~2 次”“一周 3~4 次”和“几乎每天”），

因此选择使用面板 O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

示：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具

有异质性（表 9）。互联网工作、学习和商业行为可

以增加农民工工作满意度，而互联网社交和娱乐行

为会降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这是因为：在工作、

学习和商业活动中使用互联网的频率提高，不仅有

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加强人力资本积累[8]，而且

有利于创造增收机会、增加个体收入[32]；使用互联

网进行社交和娱乐的频率越高，接触到的关于他人

财富信息以及互联网空间的炫富摆阔等现象也就

越多，更易滋生其对于工作收入的不满意，从而对

工作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 

表 9  互联网使用方式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 

变量 (1) (2) (3) (4) (5) 

互联网工作行为 
0.027***     

(0.005)     

互联网学习行为 
 0.013***    

 (0.005)    

互联网社交行为 
  -0.008**   

  (0.003)   

互联网娱乐行为 
   -0.010***  

   (0.003)  

互联网商业行为 
    0.010* 

    (0.006)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19 614 19 614 19 614 19 614 19 614 

 

（六）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可

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借鉴温忠麟等[33]的中介效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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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法，在式（1）基准回归方程的基础上构建逐步

回归检验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𝑀𝑖𝑘𝑗𝑡 = 𝛽0 + 𝛽1𝐼𝑛𝑡𝑒𝑟𝑛𝑒𝑡𝑖𝑘𝑗𝑡 + 𝛽2𝐶𝑉𝑖𝑘𝑗𝑡 +

𝜃𝑘 + 𝛿𝑗 + 𝛾𝑡 + 𝜀𝑖𝑘𝑗𝑡                        （2） 

𝑊𝑠𝑎𝑡𝑖𝑠𝑓𝑎𝑐𝑡𝑖𝑜𝑛𝑖𝑘𝑗𝑡 = 𝛿0 + 𝛿1𝐼𝑛𝑡𝑒𝑟𝑛𝑒𝑡𝑖𝑘𝑗𝑡 +

𝛿2𝑀𝑖𝑘𝑗𝑡 + 𝛿3𝐶𝑉𝑖𝑘𝑗𝑡 + 𝜃𝑘 + 𝛿𝑗 + 𝛾𝑡 + 𝜀𝑖𝑘𝑗𝑡   （3） 

其中，𝑀𝑖𝑘𝑗𝑡为中介变量，包括过度劳动和相对

收入，𝐶𝑉𝑖𝑘𝑗𝑡为其他控制变量，𝜃𝑘、𝛿𝑗和𝛾𝑡分别表

示职业、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𝜀𝑖𝑘𝑗𝑡为随机误差项。

当系数𝛼1显著时，如果系数𝛽1和𝛿2都显著，表明存

在中介效应。当𝛿1不显著时，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当𝛿1显著时，若𝛽1𝛿2与𝛿1同号，表明存在部分中介

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𝛽1𝛿2 /𝛼1；若

𝛽1𝛿2与𝛿1异号，则表明存在遮掩效应。 

1．加剧农民工过度劳动 

参照于潇等[4]的研究方法，将每周 44 个小时工

作时间定义为标准工作时间，44~48 小时定义为轻

微加班，48~60 小时定义为一般加班，60 小时以上

定义为严重加班，分别赋值为 0~3，由于工作满意

度、过度劳动均是有序变量，故利用面板 Oprobit 随

机效应模型同时估计式（2）和式（3），表 10 报告

了农民工过度劳动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

看出，第（2）列中的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系数𝛽1

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使用会加剧农民工过度劳动

程度；第（3）列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对被

解释变量的系数𝛽1和𝛿2也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同时互联网使用的系数绝对值（0.078）较基准回归

结果（0.099）有所缩小；此时，𝛽1𝛿2与𝛿1同号，说

明过度劳动在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之

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中介效应占比为 11.9%，

这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加剧农民工的过度劳动而

降低其工作满意度，验证了 H2。 

表 10  过度劳动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工作满意度 过度劳动 工作满意度 

互联网使用 
-0.099*** 0.093*** -0.078*** 

(0.019) (0.022) (0.009) 

过度劳动 
  -0.127*** 

  (0.020)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数 29518 29518 29518 
 

2．降低农民工相对收入 

参照现有文献研究方法[4]，以 CFPS 问卷中“您

的收入在本地处于什么位置?”问题的回答度量相

对收入。类似地，由于工作满意度、主观收入认知

是有序变量，故利用面板 Oprobit 随机效应模型同

时估计式（2）和式（3），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11 所

示。由检验结果可知，第（2）列中的解释变量对中

介变量的系数𝛽1显著为负，说明互联网使用会降低

农民工相对收入；第（3）列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与中

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系数𝛽1和𝛿2也均在 1%的水

平上显著，互联网使用的系数绝对值（0.092）较基

准回归结果（0.099）有所缩小；且𝛽1𝛿2与𝛿1同号，

意味着相对收入在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工工作满意

度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中介效应占比为

13.9%，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农民工的相对收

入而降低其工作满意度，验证了 H3。 

表 11  相对收入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工作满意度 相对收入 工作满意度 

互联网使用 
-0.099*** -0.083*** -0.092*** 

(0.022) (0.010) (0.019) 

相对收入 
  0.166*** 

  (0.009)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数 29377 29377 29377 

 

五、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研究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发布的 2014 年、2016 年、2018 年和 2020 年 CFPS

四期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

网使用降低了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这在低技能

（高中或以下学历）、新一代、男性和非正规就业农

民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使用互联网进行工作、

学习、社交等方式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存在

异质性。就其作用机制而言，其一，互联网使用通

过加剧过度劳动而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其二，

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相对收入而降低农民工的工

作满意度。 

本研究具有如下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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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度重视农民工在线学习意识欠缺现状，

优化农民工互联网使用方式。政府应强化农民工的

自我学习意识、引导农民工利用互联网进行人力资

本积累等有利于提升自身发展的行为，在社区内开

展互联网宣传学习讲座、弘扬终生学习理念、开设

在线学习课程，为农民工群体创造良好的技能提升

学习氛围。此外，根据农民工教育技能程度偏低、

工资消费水平有限且闲暇时间较少的实际情况，有

针对性地开发农民工使用的手机 APP 应用和浏览

器，方便其进行网络搜索和在线学习等。 

（2）充分重视农民工劳动权益问题，完善农

民工的就业保障制度。互联网使用所带来的农民工

过度劳动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时制度的改变

和工资制度的激励作用，政府应完善企业集体协商

制度、规范欠薪保障制度以及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另外，政府可以通过

精准评估农民工的社保缴费承受能力，制定更为符

合农民工实际的社保缴费率和养老金待遇水平，并

同时加快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使其能够及

时享受到相应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基础社

会保障。 

（3）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管和规范。政府应

正确引导网络舆论风气和走向，抑制网络环境中对

财富地位的过分营销和不实炒作，抑制在线平台上

关于收入阶层的夸大炒作和盲目攀比，利用网络引

导并传达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为农民工营造干

净、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生态环境。 

注释： 

①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21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 2.92 亿人，占劳动总人口的

39%。 

② 2010 年调查数据中缺少劳动合同签订这一重要控制变量，

2012年调查数据中缺少互联网使用这一核心解释变量。 

③ 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定义为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

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④ 优势比 Odds Ratio 0.094 = 1-exp（-0.099）。 

⑤ 国际上通常将非正规就业定义为具有非正式雇佣关系且

缺乏劳动保护的就业形式。 

⑥ 因 CFPS2020 问卷中缺少使用互联网进行工作/学习/社

交/娱乐/商业活动频率的数据，故本部分采用 CFPS2014、

CFPS2016、CFPS2020 三年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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